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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还是“工具”：父母数字教养方式如何塑

造儿童的手机使用倾向 

杨嘉仪 曲慧 

[摘要]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及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

于 29 对亲子样本，探讨父母数字教养方式对儿童手机使用倾向的影响路径。研

究发现，父母手机使用方式具有显著代际传承效应，是影响子女使用倾向的关键。

研究识别出两类有效的教养组态：一是“规则—示范型”，即父母以身作则进行

信息型使用，并辅以适度规则；二是“信任—对话型”，即父母保持开放态度，

侧重提供使用建议而非技术干预。二者均可促进儿童形成信息型使用倾向，表明

家庭在儿童早期媒介社会化中发挥图式化作用。本研究从认知机制层面拓宽了数

字教养的理论视野，并为家庭媒介教育与实践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数字教养方式；手机使用倾向；定性比较分析（QCA）；媒介社会

化；媒介素养教育 

 

当下，儿童与数字媒介共生，数字技术已融入其日常生活。新冠疫情期间，

线下活动大规模向线上转移，儿童与数字技术的互动进一步常态化与深化。与此

同时，关于儿童手机的问题性使用及其风险与影响，已频繁见诸学术研究与公共

讨论。在此背景下，儿童如何在数字社会中更好地成长，成为家长、学校乃至全

社会格外关注的议题。 

面对这一问题，家长普遍采取干预策略，以降低儿童过度使用手机、面临信

息安全风险及遭遇网络霸凌的可能性。过往研究证实，父母干预对儿童的媒介使

用时间、媒介态度以及社会化进程等均有显著影响[1]，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探讨

单一干预策略或线性因果效应，较少解释多种数字教养方式如何以组合效应并经

由多条路径，共同塑造儿童的手机使用倾向。对于数字时代的家庭而言，理解父

母数字教养方式在儿童认知结构形成关键期的作用机制，从而帮助儿童建构更有

利于在数字时代生存的媒介使用习惯，比单纯强调管控更具长期意义。 

手机是当前最主要且最便携的数字终端，在未成年人中普及率极高。2024年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使用手机上网

的比例超九成[2]。基于此，本文以手机为切入点，通过亲子对的半结构化访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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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问卷调查，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csQCA），系统识别父母数字教养方式

在不同维度上的变量组合，并剖析其对儿童手机使用倾向的作用路径，进而为家

庭的数字养育与儿童的数字素养培育提供可操作的路径建议。 

 

一、文献回顾 

1.父母干预研究及其对儿童媒介使用的形塑 

儿童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是从与周边环境的互动中逐渐建构的。布朗芬布伦

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属于对儿童观念与行为塑造影响巨大的微系统[3]，

父母是直接影响孩子与周边环境建立互动的关键角色[4]。维果斯基的社会发展理

论指出，父母可通过家庭环境中的学习经验影响儿童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发展[5]。 

围绕父母如何介入儿童的媒介使用，早期研究在电视情境中形成了限制使用、

积极介入与共同使用三类干预策略框架[6]。随着媒介环境变迁，这些策略又被扩

展为更贴近数字媒介互动的做法（ 见表 1）。例如，积极地亲子共同使用、互动

限制、技术性限制等[7]，并借助数字媒介的儿童模式将限制进一步细化到使用规

则以及特定内容的呈现中，对儿童媒介使用的干预也借由各类数字化的监视与检

查方法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8]。上述由父母主动进行的措施统称为儿童媒介使用

中的父母干预或父母调解措施，指父母为避免媒介对儿童产生消极影响而采取的

各类主动控制、监督和解释行为[9]。这些干预措施已被证实会对儿童媒介使用的

时间、频率、使用偏好、媒介成瘾等产生直接影响[10]。 

表 1：父母干预的维度划分 

提出者 措施类型 

拜比、罗宾逊和图罗

 1982） 
限制型干预/积极型干预/共同使用 

利文斯通和赫尔施珀

 2008） 

对互动的限制 
积极的共同使用 

技术性限制 

尼肯和詹斯 2014） 
互动限制 

积极型干预/共同使用/监督 
内容限制 

（（（（ 

父母干预研究奠定了亲代对子代产生媒介使用代际影响的策略分析传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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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父母直接的调节行为对儿童媒介使用的影响。但在复杂的数字环境中，单一策

略与线性因果解释往往难以涵盖个体行为生成的复杂成因。家庭是儿童与外界互

动的第一个微系统，儿童会基于对父母的观察来构建关于媒介“怎么用”的复杂

认知。因此，有必要将父母围绕媒介的一系列家庭沟通与示范行为纳入考量，刻

画更丰富的父母干预结构。 

2.数字教养方式及其对儿童媒介使用的结构性影响 

除显性的管控与干预外，家庭微系统环境中还存在一类结构性影响因素，即

数字教养方式。这一概念源自发展心理学中的教养方式，指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所

持有的一系列指导自身育儿实践的基本策略，通常以是否对孩子的想法有回应

 回应性）、是否对孩子有绝对化要求（ 控制性）来进行衡量[11]。随着媒介环境

的数字化，这一概念逐渐被扩展至父母在数字媒介使用中的态度与行为。数字教

养方式综合了父母自身的媒介态度、使用习惯、示范行为、沟通方式、规则观念

及干预策略等，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家庭媒介养育结构。与侧重具体行为的父母

干预不同，数字教养方式更强调家庭在媒介问题上所呈现的价值观、互动模式与

情感氛围的总和，从而对儿童的媒介社会化产生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有研究者

将数字教养方式划分为允许型、威权型、专制型、放任型四种类型[12]（ 见表 2），

正是父母一般教养方式在儿童媒介领域的具体投射，反映出父母在儿童数字媒介

使用的控制与指导上，存在行为与规则方面的差异。 

表 2：数字教养方式的维度划分 

数字教养方式 含义 

允许型 允许孩子使用媒介设备，并辅助孩子使用，提供相关信息 

威权型 允许孩子使用媒介设备，但包括一定的条件 

专制型 禁止或限制孩子使用媒介设备，只有特定时刻可以使用 

放任型 允许孩子使用媒介设备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人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后天习得的，大多通过观

察和模仿他人行为来实现[13]。这种行为发生得越平常，人越容易在潜移默化中模

仿同样的行为模式。儿童的媒介使用行为习得也是如此，父母无意识的自我行为、

对待媒介的态度，都会影响儿童成长的微系统[14]。父母对媒介的内在态度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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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实践通过榜样示范发生代际传递，导致子女的媒介使用行为往往与父母相似

[15]。儿童会观察和自己共同生活的父母使用媒介的方式，通过模仿完成自己的社

会学习
[16]
。除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数字教养方式也被视为父母制定具体干预

措施的指导方针，父母对某种媒介的态度会影响其干预策略的强硬程度，特别是

对媒介内容、安全保障、健康影响相关的认知，将直接决定儿童理解媒介的意义

框架，并影响其最终成为不同倾向的媒介使用者[17]。 

综上所述，数字教养方式的研究核心不在于父母是否管控，而在于父母如何

通过价值观、媒介态度与行为示范，构建帮助儿童完成媒介社会化的微系统。其

中既有干预策略的组合拳，又有自身态度示范的好榜样。二者如何对儿童媒介使

用产生结构性影响，是理解亲子之间媒介素养传递的重要问题。 

3.儿童数字媒介使用倾向的特征 

既有研究表明，许多儿童的日常媒介使用表现出娱乐性动机优先的倾向，引

发家长们对过度沉迷、媒介成瘾及健康问题的担忧[18][19][20]。人与媒介之间行为的

产生以动机为起点。媒介依赖理论指出，个体的媒介使用动机主要包括理解型、

趋向型与娱乐型，其中理解型与趋向型都以借助媒介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

为目标，而娱乐型则是以享乐为媒介使用的目的[21]。在数字时代，儿童媒介使用

倾向的形成是一种动态的实践组合，而非单一动机驱动的结果。“媒介菜单”概

念有助于描述这一过程。媒介菜单指个体在多样媒介环境中形成的稳定使用组合

与偏好结构[22]。受众会根据不同时间、空间以及个体的需求，在不同媒介平台与

内容之间建立自己日常化的选择逻辑，从而形成独特的媒介菜单。研究显示，儿

童会在娱乐、信息、工具、社交这四大媒介功能间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媒介菜单

组合与意义实践[23]。 

有研究将学生的媒介使用倾向划分为娱乐型、学习型、学习与娱乐兼具以及

消费型四种[24]。另有研究以“使用频率+使用方式”将儿童媒介用户划分为高频

娱乐型、低频信息型、低频娱乐型、高频混用型[25]。还有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法

将儿童媒介使用类型聚类为娱乐型、信息型与综合型三种[26]。从中可以看出，在

儿童媒介使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析出了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娱乐型使用和以信息

获取、信息交互为主的信息型使用。从教育者的视角看，信息型使用更符合数字

时代儿童的长期利益以及父母的教养与干预目标要求。 



 5 

与成人相似，儿童的媒介菜单除受自身需求驱动外，还受日常生活情境、家

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儿童甚至将自己的媒介菜单作为一种适应父母干预策略、

学校管理措施与自身使用需求的动态调整机制，以满足父母的管控要求
[27]
。媒介

菜单的组合视角将儿童的媒介使用看作在家庭微环境中持续配置与再配置的实

践过程，将儿童的媒介使用倾向或类型视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与家庭教养方式共塑

的产物[28]。这一研究思路更关注儿童处于家庭生活中受到的结构性影响与自我能

动实践，也更契合当下儿童主动融入数字社会的客观现实。 

回顾可见，过往研究大多聚焦父母干预策略对儿童媒介使用时长、频率等行

为特征的线性影响。但父母干预或数字教养方式通过家庭结构对儿童形成娱乐型

或信息型使用倾向的影响亦不可忽视。鉴于家庭在儿童媒介社会化过程中具有显

著的结构性传递与组合效应，本文尝试以智能手机使用为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

 QCA）方法，识别数字教养方式与父母干预及儿童媒介使用倾向之间的复杂作

用路径，以期回答：父母数字教养方式中哪些变量或变量组合会引导儿童数字媒

介使用呈现娱乐型或信息型偏向？这些影响儿童数字媒介使用倾向的关键条件

变量 组合）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为何会形成不同的作用路径？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测量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数字教养方式如何通过多重路径影响儿童手机使用倾

向。为揭示变量间的复杂交互关系与组合效应，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中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 csQCA）。该方法基于布尔代数逻辑，通

过比较不同个案间条件配置的异同，识别导致结果变量出现的多重等效路径。与

传统回归模型的单一因果思维不同，QCA 能够更好地揭示家庭内部多变量共存情

境下的复杂因果机制[29]。 

在研究过程中，首先通过前期调研明确主要变量维度与核心条件（ 包括父母

的媒介态度、自身媒介使用方式、规则设定、技术限制、沟通方式等），并据此

设计问卷量表与访谈题目，开展问卷调查与访谈。其次，基于针对父母的问卷调

查数据与子女的访谈记录编码，将父母—子女配对样本转化为标准化数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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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变量进行二值化赋值处理，以符合 csQCA 的集合逻辑分析要求。最后，使

用 fsQCA 3.1软件对数据进行一致性与覆盖度检验，识别出导致信息型使用倾向

与娱乐型使用倾向两类结果的典型路径组合。 

2.研究样本 

QCA 方法对样本的要求是背景充足、可解释结果清晰、结果变量完整，样

本数一般在 10—40 个[30]。据此，本研究分别在北京市海淀区和云南省红河州石

屏县招募 29对父母与子女配对样本。参与访谈的 29位儿童年龄在 8-10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9.26岁，就读于小学 3-5年级，男女大致各半。此年龄段的儿童已具

备较好的抽象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能够理解并参与访谈互动。参与研究的 29

位父母平均年龄为 37.34岁。每对亲子对样本的平均访谈时长在 1小时左右。 

3.变量设计 

基于数字教养方式的构成要素，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本研究设置了一个结

果变量及三类条件变量维度，分别为：亲代手机使用、积极型干预与限制型干预。

三类维度共包含 13个条件变量 见表 3），具体设计如下。 

 1）结果变量：子代手机使用倾向 

本文以子代手机使用倾向作为结果变量，用以衡量儿童对手机的娱乐型或信

息型使用偏好。数据来源于子代与亲代双重问卷与访谈。子代部分包括以下题项：

“你最常使用的三个软件”“你认为手机是一个玩具吗？”“你认为手机是一

个工具吗？”。亲代部分则要求家长在问卷中勾选子女常用的手机用途。基于双

方信息进行综合判断与二值化赋值，若子代娱乐型（ 如打游戏、刷抖音、看视频

等）功能使用数量多于信息型功能（ 如上网课、听广播、看新闻等），且其手机

媒介认知倾向于玩具性，则编码为娱乐型使用 0）。若子代娱乐型功能使用少

于信息型功能，且手机媒介认知倾向于工具性，则编码为信息型使用 1）。 

 2）亲代手机使用维度 

亲代手机使用维度反映父母在数字媒介使用中的自身行为特征与媒介态度，

对儿童媒介认知形成起到示范作用。以往研究多聚焦父母干预策略，而较少将父

母自身使用模式、媒介态度与使用时长同时纳入考察；然而已有研究表明，父母

的媒介行为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儿童常通过观察父母学习媒介使用[31]。因此，

本研究将亲代手机使用维度纳入条件变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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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代手机使用从三方面进行测量。一是亲代手机使用倾向，通过子代访谈与

亲代问卷两种方式交叉印证。子代回答“请描述一个场景：爸爸/妈妈何时、在

哪里、使用手机做什么”，亲代方面填写自己主要的手机用途。结合两方面判断，

若子代反馈父母偏向娱乐型使用（ 如打游戏、刷抖音、看视频等），且父母自我

汇报一致，则编码为娱乐型使用 0）。若两方均为信息型使用 如上网课、听

广播、看新闻等），则编码为信息型使用 1）。若双方汇报不一致，则对子代

进行进一步延伸提问，通过行为细节等确定子代对亲代手机使用倾向的认知，如

确因子代个体感受影响子代行为，则以子代汇报为准，反之以亲代为准。二是亲

代既有媒介态度，通过问卷测量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总体看法，认为手机

具有积极影响者编码为 1，认为具有消极影响者编码为 0。三是亲代每日手机使

用时长，由家长自报个人日均使用时间。以样本平均值 3.5小时为分界点，高于

3.5小时编码为 1，低于 3.5小时编码为 0。 

 3）积极型干预维度 

积极型干预反映父母通过协作、沟通和引导促进儿童形成正确媒介使用的行

为策略。参考前人研究，并结合访谈结果，本研究将积极型干预划分为以下五个

二值变量：共同使用、讨论、鼓励、使用建议、安全指导。 

第一，共同使用。父母参与子女的媒介使用是促进有益结果、控制负面结果

的重要因素[32]。共同使用考察父母是否与子女共同或陪伴使用手机；有则编码 1，

无则 0。 

第二，讨论。亲子间关于媒介积极进行互动是积极干预的重要内容[33]。讨论

考察父母是否与子女交流手机使用体验或内容；有则 1，无则 0。 

第三，鼓励。父母对儿童媒介使用时的正向鼓励可影响儿童的媒介使用行为

与态度[34]。鼓励考察父母是否在子女使用手机时给予正向鼓励；有则（1，无则（0。 

第四，使用建议。考察父母是否主动推荐、引导或纠正子女的应用使用方式；

有则 1，无则 0。 

第五，安全指导。考察父母是否对信息安全、隐私保护、身体健康等进行指

导；有则 1，无则 0。 

 4）限制型干预维度 

限制型干预主要关注父母通过规则和技术手段对儿童媒介使用的约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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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考前人研究中对限制型干预的维度划分，本研究设置时长限制、内容限制、

行为限制、管控措施、监督措施五个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家庭对儿童媒介行为

的规训性结构，与积极型干预共同构成父母数字教养方式的双维框架。其中，时

长限制指是否限定子女的手机使用时长；有则 1，无则 0。内容限制指是否限制

子女访问某些功能或内容；有则 1，无则 0。行为限制指是否规定使用情境或行

为（ 如不许边吃饭边玩手机）；有则 1，无则 0。管控措施指是否使用家长模式、

儿童模式等技术功能进行管控；有则 1，无则 0。监督措施指是否存在在旁监视

或事后检查手机记录的行为；有则 1，无则 0。 

表 3：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条件变量 变量说明 赋值 

子代 

手机使用 

子代使用倾向 信息型使用 1 

娱乐型使用 0 

亲代 

手机使用 

亲代使用倾向 信息型使用 1 

娱乐型使用 0 

既有态度 手机对孩子有积极影响 1 

手机对孩子有消极影响 0 

每日个人手机使用 高于 3.5 小时 1 

低于 3.5 小时 0 

积极型干预 共同使用 共同使用或陪伴使用 1 

孩子单独使用 0 

讨论 与孩子交流手机使用相关内容 1 

不与孩子交流手机使用相关内容 0 

鼓励 在孩子使用手机时进行鼓励 1 

不在孩子使用手机时进行鼓励 0 

使用建议 建议并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某些功能 1 

不对孩子进行使用引导 0 

安全指导 告诉孩子如何安全使用手机 1 

不告诉孩子如何安全使用手机 0 

限制型干预 时间限制 限制孩子的手机使用时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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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制孩子的手机使用时长 0 

内容限制 限制孩子查看某些内容或功能 1 

不限制孩子查看某些内容或功能 0 

行为限制 限制孩子使用手机时的部分行为 1 

不限制孩子使用手机时的部分行为 0 

管控措施 以家长控制功能限制孩子使用 1 

不以家长控制功能限制孩子使用 0 

监督措施 在旁监视或者检查孩子的手机使用 1 

不监视或者检查孩子的手机使用 0 

 

三、研究结果 

在完成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编码后，本研究首先对单个维度条件变量进行必

要性分析，识别出可能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随后构建真值表，对各维度进行

初步的条件组合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通过逻辑余项等辅助进行布尔简化，

最终获得影响儿童手机使用倾向形成的数字教养方式组态结果。 

1.条件维度必要性分析 

在 QCA中，必要性分析旨在检验单个条件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出现的必要

或充分前提，覆盖率则说明某个组合 条件配置）能解释结果出现的程度有多大。

当某一条件的一致性大于 0.9且覆盖率较高时，通常可视为具有较强的解释效力。

单条作用路径覆盖率大于 0.25即表示该配置能解释至少 25%的结果案例，表现较

好[36]。 

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条件变量中，仅有（“亲代使用倾向”变量满足必要性

标准，一致性为 0.929，覆盖率为 0.650。其他变量均未达到阈值（ >0.9），说明

它们虽可能在特定情境中产生作用，但并非独立的必要条件。 

这一结果表明，父母的手机使用倾向（ 信息型或娱乐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子代手机使用的方向。换言之，父母在媒介功能取向上的行为模式对儿童媒介

社会化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示范作用。但其作用机制仍需结合其他条件变量进行路

径组合分析。 

2.亲代手机使用维度条件变量组合分析 

在亲代手机使用维度中，仅识别出一条导致信息型使用倾向的条件组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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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母的手机使用倾向为信息型，对手机持有积极态度，且每日使用时间较长时

 亲代使用倾向*既有态度*亲代日均手机使用时间），子女更可能形成信息型手

机使用倾向。该路径的原始覆盖率为 0.286，一致性为 0.8，能够解释约 29%的样

本案例。这一结果表明，父母不仅通过媒介使用内容传递价值取向，其对数字技

术的积极认知与持续使用也构成了儿童媒介行为的模仿与学习基础。 

3.积极型干预维度条件变量组合分析 

积极型干预维度的 QCA 分析识别出四条影响儿童信息型使用倾向的路径

 见表 4）。其中，路径 P1（ ～陪伴使用*使用建议）①的解释力最高，原始覆盖

率为 0.428，可解释约 43%的样本。该路径表明，当父母给予子女一定的自主使

用空间（ 不持续陪伴），同时提供明确的使用建议与引导时，儿童更容易形成信

息型使用模式。其余三条路径（ P2、P3、P4）覆盖率较低，但共同揭示出一个趋

势，即开放性的引导与适度沟通在促进信息型使用中具有积极作用。 

表 4：亲代积极型干预维度条件变量组合分析 

案例阈值：1；覆盖率阈值：1 

编号 组合 原始覆盖

率 

净覆盖率 一 致

性 

P1 ～陪伴使用*使用建议 0.428 0.143 1 

P2 鼓励*～安全指导 0.143 0.071 1 

P3 讨论*～鼓励～安全指导 0.143 0.071 1 

P4 陪伴使用*～使用建议*安全指导 0.143 0.071 1 

整体覆盖率：0.857；整体一致性：1 

 

4.限制型干预维度条件变量组合分析 

限制型干预维度的分析结果共识别出三条路径，整体一致性为 1，覆盖率为

0.286（ 见表 5），解释力相对积极型干预更弱。其中，路径 R1的原始覆盖率最

高（ 0.143），表明当父母几乎不采取任何形式的技术或规则限制（ 即时间、内容、

行为、管控及监视措施均缺失）时，儿童反而更容易形成信息型使用倾向。这可

能说明，在特定情境下，高度的信任与自主空间可能激发儿童对手机的探索性、

工具性使用。 

                                                             
① 在 QCA 方法中，符号 “～” 波浪线）表示某个条件的“缺失”或“否定”，即该条件的反集。 



 11 

表 5：亲代限制型干预维度条件变量组合分析 

案例阈值：1；覆盖率阈值：1 

编号 组合 原始覆盖率 净覆盖率 一致性 

R1 ～时间限制*～内容限制*～行为

限制*～管控措施*～监视措施 

0.143 0.143 1 

R2 时间限制*内容限制*行为限制*～

管控措施*～监视措施 

0.072 0.072 1 

R3 时间限制*～内容限制*行为限制*

管控措施*～监视措施 

0.072 0.072 1 

整体覆盖率：0.286；整体一致性：1 

 

5.数字教养方式的综合变量组合分析 

在亲代手机使用、积极型干预、限制型干预三个维度的单维分析中，已发现

不同路径均能独立促进儿童形成信息型手机使用倾向。然而，家庭作为一个整体

系统，其内部各维度往往不是孤立发挥作用，而是以复杂组态的方式交互影响。

为进一步揭示这种多维互动的整体逻辑，本研究将前述三个维度中解释力最高的

关键变量（ 如亲代使用倾向、既有态度、使用建议、时间限制、行为限制等）整

合为数字教养方式的核心条件变量，构建综合组态模型进行 QCA分析。 

分析得到了四条驱动儿童信息型使用倾向的典型路径（ D1–D4），整体覆盖

率为 1、一致性为 1，能够解释全部 29组亲子样本（ 见表 6）。这表明，在不同

家庭结构与教养语境下，父母可通过多重等效路径影响儿童形成信息型使用倾向。 

表 6：亲代数字教养方式综合条件变量组合分析 

案例阈值：1；覆盖率阈值：1 

编号 组合 原始覆盖率 净覆盖率 一致性 

D1 使用倾向*使用建议*时间限制*行为

限制 

0.562 0.428 1 

D2 ～既有态度*～陪伴使用*使用建议

*～管控措施 

0.284 0.284 1 

D3 日均手机使用时间*使用建议*～监 0.284 0.2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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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措施 

D4 既有态度*使用倾向*日均手机使用

时间*时间限制*陪伴使用*内容限制 

0.284 0.142 1 

整体覆盖率：1；整体一致性：1 

 

这四条路径代表了四种有效的数字教养方式组态。 

路径 D1 为“示范+规则”的积极约束型，是最具解释力的路径，能解释约

56%的样本。该路径代表一种典型的积极约束型数字教养方式。其特征是父母自

身的媒介使用以信息型为主，在日常互动中给予子女清晰的使用建议，并辅以时

间与行为层面的适度规则。这种方式兼具示范效应与边界管理，既通过父母的信

息取向树立学习榜样，又通过规则维持媒介使用的节制感。这类家庭多出现在城

市样本中，子代平均年龄较低（ M=8.73），说明更适用于处于媒介认知初期的儿

童。 

路径 D2为“开放+引导”的信任协商型，反映出一种信任协商的数字教养

方式。父母虽对手机持相对谨慎甚至消极态度，但并不采取高频陪伴或技术管

控，而是通过口头建议和开放沟通引导子女的媒介使用。该组态说明，当父母

给予子女较高的自主权与信任空间时，儿童能在自我调节中形成工具化的媒介

理解。这类家庭往往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或数字素养，父母倾向将媒介视作学

习与沟通的工具，而非风险源。 

路径 D3 为“高频使用+引导”的示范模仿型，体现了典型的以身作则模

式。父母自身为高频数字用户，并在使用过程中对孩子提供功能性建议，同时

不过度监视。这种模式强调榜样式社会学习，与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一致，

即儿童倾向于模仿亲近他人的行为，尤其当这种行为获得正面评价时。在该路

径下，父母通过可见的积极使用场景 如查资料、处理事务、交流信息）传递

出“手机是工具”的隐性认知框架，使儿童自然内化信息导向的使用模式。 

路径 D4 为“高投入+陪伴”的整合引导型，展现出一种综合引导教养方

式。父母对手机持积极态度，自身多为信息型用户，且投入较多时间陪伴子女

共同使用，在内容层面实施适度限制。这一组态呈现出参与式引导的特征：父

母不完全放手，而是将共同使用作为教育契机，在陪伴中引导孩子选择信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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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这一策略在小学生群体中尤为显著，能有效提升儿童的信息筛选能力与

媒介判断力。 

综合来看，父母使用倾向、媒介态度和使用建议是所有路径中最具稳定性

的核心条件 见表 7），构成了数字教养方式影响儿童媒介行为的关键机制。

父母的实际媒介使用为儿童提供可观察的行为样本；父母的媒介态度塑造了子

女对媒介的意义认知框架；父母与子女间的沟通、限制与协商构成了媒介社会

化的互动机制。这种多重路径的结果印证了家庭在儿童媒介社会化中的图式化

功能。不同教养方式作为多维要素组合，共同构建了儿童对数字媒介的理解、

价值判断与使用模式。 

表 7：数字教养方式组态路径的条件构成 

 亲代 D1 D2 D3 D4 

亲代手机使用 既有态度  ⊗  ● 

使用倾向 ●   ● 

日均使用时间   ● ● 

积极型干预 陪伴使用  ⊗  ● 

使用建议 ● ● ●  

限制型干预 时间限制 ●   ● 

内容限制    ● 

行为限制 ●    

管控措施  ⊗   

监视措施   ⊗  

注：●●代表该条件存在，较大为核心条件，较小为边缘条件。⊗代表该条

件不存在。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父母数字教养方式的角度对儿童手机使用倾向的形成因素进行了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父母的手机使用特征及其媒介态度在儿童信息

型使用倾向中具有核心作用；积极型干预的影响路径最为显著，限制型干预在一

定条件下起到辅助或调节作用；综合组态分析揭示了四种等效的、能促进儿童信

息型使用倾向的数字教养路径，表明达成同一积极结果存在多重方式。总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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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养方式的示范性、引导性与规则性共同构成了家庭层面的媒介社会化图式。 

1.代际传承与情境示范：父母使用倾向的结构性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媒介使用倾向是解释儿童手机使用类型的关键条件。

尤其是当父母倾向于信息型使用时，子代往往会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模式。这一结

果印证了媒介行为的代际传承效应，表明父母不仅是家庭媒介环境的建构者，更

是子女媒介学习的第一任导师[37]。研究发现，小学儿童对手机使用的主要经验并

非来自同伴互动，而是源于对父母行为的观察与模仿[38]。访谈发现，娱乐型使用

倾向较强的家庭往往存在娱乐可见、工作隐形的情境偏差，即父母在孩子面前进

行的多是娱乐型手机使用，而信息型使用往往发生在孩子不在场的情境。多数父

母表示，下班回家后往往是一天中最疲惫的时刻，因此常在孩子面前玩会儿游戏

或刷短视频，以此放松身心、调节情绪。然而，孩子并不能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

情境与心理动因。在他们眼中，父母似乎一回家就玩手机。成年人在娱乐放松时

的情绪流露与表情反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可见的示范形成了儿童对手机

的感性认知：手机等同于玩具与娱乐。当父母试图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机时，孩

子往往会感到困惑：为什么爸爸妈妈只让我用手机上网课、交作业，而他们自己

却总在看有趣的视频？这种认知反差削弱了父母指导的说服力。 

因此，父母的媒介使用不仅仅是行为榜样，更是情境化的符号传递[39]。媒介

使用行为倾向是一种代际传承[40]，父母是孩子学习使用媒介的第一个老师，也是

孩子生活中媒介环境的创造者[41]。如果父母希望子女形成工具化、信息化的使用

倾向，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元化呈现手机功能的使用场景，将学习、查询、沟

通等信息型活动纳入可见的家庭互动之中，使孩子在观察中建立平衡的媒介图式。 

2.两类数字教养方式的不同作用路径 

本研究识别出的四条路径，可归纳为两类典型的数字教养方式：以规则和示

范为主的引导机制（ 对应路径 D1、D4）、以信任和对话为主的协商机制（ 对应路

径 D2、D3），二者通过不同的组合机制塑造儿童的媒介认知与使用行为。 

先前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媒介使用施行的干预措施对于使用时间、使用环

境等具有显著作用[42]，且具有特定的指向性。一般来讲，积极型干预有助于帮助

儿童基于媒介促进认知发展、社会化发展，降低手机使用的强迫性倾向[43]。限制

型干预有助于防止媒介使用的负面效果，减少使用频率，但也有可能禁锢孩子对

于媒介的学习使用，影响他们对于媒介相关认知的习得与批判能力的培养[4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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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塑造儿童手机使用倾向的过程中，亲代手机使用、积极型干预、限制型干预等

多重因素可以以不同的权重和方式组合生效。本研究证实，儿童的媒介社会化结

果并非取决于单一策略，而是多种条件通过复杂组态路径共同作用的产物。 

具体而言，以规则和示范为主的引导机制强调父母以信息型使用进行行为示

范，并辅以适度的时间、行为或内容限制。这对自我调节能力尚弱、依赖外部结

构的低龄儿童尤为有效。研究发现，如果一味限制孩子，反而会带来孩子的抵触

情绪，甚至加重孩子对于手机的依赖与渴求。父母在建立规则时若能与子女进行

协商并阐明理由，可有效避免反抗心理与补偿性沉溺[45]。因此，积极约束型教养

方式的核心在于以正面示范取代强制约束，在亲子协商中用带温情的纪律引导儿

童的媒介使用。 

以信任和对话为主的协商机制强调父母通过开放态度、使用建议与信任关系，

引导儿童自主探索媒介使用。父母不过度干预，而是通过功能性对话与情境性引

导，使儿童逐渐形成（“手机是工具”的认知。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家长的担忧也

会逐渐减少[46]。这种方式更适用于具备一定自我管理能力、媒介素养较高的年长

儿童。开放式引导不仅有助于培养媒介自律，也促使儿童在日常实践中建构对信

息质量与使用目的的判断力，成为数字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能动使用者。 

综上，数字教养方式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干预，而在于父母如何通过示范、引

导与信任实现结构性调节与关系性协商的动态平衡，辅助儿童成为真正适合在数

字社会中生存的数字一代[47]。（ 

3.家庭作为媒介行为的“图式”生成器 

图式是一种内化的结构性认知模式[48]。皮亚杰提出了图式的概念，认为人能

够快速理解和分析新事物，源于大脑中已形成的认知图式。图式是个体以往经验

和知识的抽象结构，会随着社会互动和新经验不断修正与更新。个体在成长过程

中对图式的持续建构，决定了其吸收与理解新信息的方式[49]。 

儿童的媒介认知图式同样通过不断的社会经验被塑造。儿童在观察、模仿、

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媒介用途与意义的经验模型。由于学校环境对手机使用

的限制，家庭事实上成为儿童最早、最核心的媒介社会化情境。父母的行为与态

度不仅影响儿童的行为模仿，更影响他们在心理结构层面对媒介的意义建构。从

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是儿童媒介行为的图式生成器。父母关于手机的行为模式、

沟通方式与情绪表达共同构成了一个结构化的认知模板，这一模板会在儿童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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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当家庭图式以信息型使用、理性态度与正向引导为核心

时，儿童更可能在未来发展出积极的、目的导向的媒介使用模式。 

 

五、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三方面局限。第一，样本覆盖范围有限，仅聚焦北京与云南两

地家庭，未来需在更广地域与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检验。第二，变量维度可进一

步丰富，后续研究可纳入家庭数字素养水平、父母情感劳动、子女性别与年龄等

调节变量，以深入揭示数字教养的微观机制。第三，方法上可加强动态追踪，QCA

擅长识别组态关系但难以捕捉演变过程，未来研究可结合纵向设计或混合方法，

考察教养方式的长期效应。 

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正在重塑家庭的沟通方式与教育逻辑，也让数字教养

成为时代命题。父母不再只是儿童媒介环境的守门人，更是与孩子共同学习、共

同成长的数字同行者。数字教养的价值，不仅在于规范使用行为，更在于重建信

任关系与意义秩序。未来的家庭教育，需要从管理孩子使用媒介，走向与孩子一

起理解媒介；从控制与禁止，走向示范与协商。唯有如此，家庭才能真正成为数

字社会中的第一所媒介素养学校，在代际共学中孕育出面向未来的沟通伦理与认

知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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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 or “Tool”？ How Parental Digital Parenting Shapes Children’s 

Smartphone Use Orientations 

Yang Jiayi，Qu Hui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sQCA) based on a sample of 29 parent-

child dyads to investigate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parental digital parenting styles 

influence children's smartphone use orientation.The findings reveal a pronounce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effect of parental smartphone use practices, positioning 

parents’ own usage patterns as a key determinant of children’s orientations.Specifically, 

a “rule–modeling” parenting style, characterized by parents’ predominantly 

information-oriented smartphone use combined with moderate rules and time 

restrictions,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 of 

smartphone use among children. In addition, a “trust–dialogue” parenting style, in 

which parents maintain an open attitude, provide usage guidance, and reduce technical 

or restrictive interventions, similarly promotes information-oriented use 

tendencies.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amilies play a schematizing role in children's 

early media socialization. This research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horizon of digital 

parenting from a cognitive mechanism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new insights for family 

media education and practice. 

[Keywords] Digital parenting styles; Smartphone use orientati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dia socializatio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